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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辨識理論模型中的部件表徵 
 

 陳奕全  葉素玲(1) 
台灣大學心理學系 

 

  漢字對照於歐美研究主體的英文，可用以檢驗通用閱讀理論的

適切性，其中尤以漢字「字中有字」的巢套式結構為字詞辨識理論

的重要挑戰。本文旨在探討漢字辨識歷程中部件所扮演的角色，回

顧並評論下列重要議題：整字與部件孰為漢字辨識的基本單元、部

件表徵是否攜帶位置與表義或表音的功能、以及聲旁如何影響整字

的讀音等。文末並提出部件是否必然介入漢字辨識歷程的單路徑與

雙路徑模型，用以整合目前的研究證據並提供未來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部首、聲旁、形聲字、部件位置、漢字辨識模型 

 

漢字是現存文字中，與拼音文字形成鮮明對比的獨特符號系統，因此可

藉其檢驗閱讀乃至語言認知理論的普同性。漢字不若拼音文字具有形素與音

素的對應規則(grapheme-phoneme correspondence rule)，且在造字四法(象形、

指事、會意、形聲)中即考慮了意義的成分，因此漢字一般被認為是一種義符 

(logograph) 或表義(ideograph)文字系統。 

漢字在字形的組成上，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筆劃、部件、與整字。筆劃

是基本的運筆，如橫、豎、點、撇等。書法習字中所稱的「永字八法」即是

練習字形中常見的八種筆劃。部件是由筆劃組合而成，且此筆劃組合會重複

出現在不同的字中(Chen, Allport, & Marshell, 1996；Taft & Zhu, 1997)。例如

「眼」的右半部「艮」是由六種筆劃所組成，且出現在「跟」、「根」等不同

字中。以此為定義，諸多部件本身即可獨立成字，本身便具有聲音及意義，

例如「楓」的「木」及「風」；另有一些部件不可單獨出現，必須與其他部件

組合成字，例如「滴」的「 」及「 」。舒華等人將前者稱為 independent 

component，後者稱為 bound component (Shu, Chen, Anderson, Wu, & Xuan, 

2003)。同一部件可出現在字中的不同位置，例如「其」在「期」中為左部件、

在「棋」中為右部件。部件亦可能傳達整字的音義，例如字典中的部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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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類的功能，形聲字的聲旁具有提示字音的功能。 

在整字的層次上，漢字不論其筆畫及部件數目多寡，在字形上一字一方

塊，在語音上一字一音節，在語意結構上一字一詞素。基於這些字形、字音、

與字義的特性，有些學者認為漢字本身可因其知覺完形與音義完整性而作為

基本的辨識單元。支持整字作為辨識單元的證據，包括在真字中比在假字與

非字中更容易找到包含目標部件的刺激字，顯示整字的辨識可以幫助其組成

部件的辨識(鄭昭明，1981)；部件需在長時間觀看一個漢字後，才會解離出來

(鄭昭明與吳淑杰，1994)。另一方面，欲在閱讀文章時圈出目標部件，則此目

標部件在真字中比在假字中容易被忽略、且在高頻字中比在低頻字中容易被

忽略 (陳烜之，1984)。此結果被解釋成在閱讀時，讀者一旦認出某字，就立

即開始進行下一個字的辨識工作；因此整字辨識在先，有餘裕時才會拆解成

部件。此外，唸部件比唸整字需要較長的時間，則被認為是在認出整字後即

可唸出整字的字音，但必須進一步把整字拆解後才能唸出部件的音(喻柏林、

馮玲、曹河圻、及李文玲，1990)。 

然而漢字具有一些不可忽視的內在結構，使得部件先於整字的處理方式

在理論上是可行的。一是許多部件本身可單獨成字，具有讀音與字義(如「楓」

中的「木」與「風」)。二是在習字的階段多先以形體簡單且具象的獨體字(如

「木」)做為入門練習直到精熟，之後被教導與其他部件組合成不同的字(如

「木」可以組成「村、材、松、枝、柏、核、楓」等，其組字數(combinability)

逾百)，此簡單、熟悉且常見等特性使得部件可能是更基本的辨識單元。上述

兩點都指向漢字具有「字中有字」的巢套式組織架構，也因此對英文的字詞

辨識理論－若欲建構具跨語言普同性的理論－形成重要的挑戰。 

近年來有漸增的證據支持部件先被處理的觀點。例如 Fang 與 Wu(1989)

發現部件的錯覺組合現象：快速呈現的三個刺激字(如「核、討、該」)其部件

會被錯誤地結合，如誤以為有「村」字出現，顯示這些字的部件表徵先被激

發，但由於注意力來不及介入以致未能正確組合為完整的字。Taft 與 Zhu(1997)

以及 Feldman 與 Siok(1997)採用字彙判斷作業(判斷字或非字，lexical decision 

task, LDT)，控制刺激字的字頻相當，但部件的組字數不同，結果發現對具有

高組字數部件的字反應較快。Yeh 與 Li(2004)發現當參與者被要求寫下快速呈

現的整字時，重複的部件會被忽略(如「院」、「除」會寫成「院」、「余」)，且

這種重複視盲(repetition blindness，Kanwisher, 1987)的現象，重複的部件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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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早於重複的整字，顯示部件的處理先於整字。 

以上整字或部件孰先處理的分歧證據，至少部分來自於不同實驗派典所

反映出的內在機制。支持整字為辨識單元的研究，作業上大多要求受試者對

部件反應，例如長時間觀看整字以解離(鄭昭明與吳淑杰，1994)、部件偵測作

業(陳烜之，1984)、或是部件唸名作業(喻柏林等，1990)，對部件而言都是屬

於顯式(explicit)的作業。相對地，支持部件為辨識單元的研究，作業上大多要

求受試者對整字反應，例如字彙判斷作業(Taft & Zhu, 1997；Feldman & Siok, 

1997)、或是快速辨識整字的作業(Fang & Wu, 1989；Yeh & Li, 2004)，對部件

而言都是屬於隱式(implicit)的作業。顯式作業對應的是意識層次的處理，隱式

作業對應的是無意識的處理，而意識與無意識處理二者可能是完全不同的歷

程。 

以 Hochstein 與 Ahissar(2002)所提出的逆向階層理論(Reverse Hierarchical 

Theory)為例，一個視覺刺激在無意識的處理歷程是快速、由簡而繁、由下而

上(bottom-up)的，例如由線條構成基本形狀、再加以組合而成完整的物件，而

完整物件的表徵則是達到意識層次的第一站。相對地，意識的處理歷程是耗

時、由繁而簡，由上而下(top-down)的，例如由完整的物件表徵逐漸拆解出其

組成成分。根據此逆向階層理論，上述整字處理與部件處理的證據，可視為

漢字處理的兩面：隱式作業反映的是無意識層次、由下而上的處理歷程，而

顯式作業反映的是意識層次、由上而下的處理歷程(圖 1)。以唸部件的作業為

例，在處理上必須經過圖一右邊的隱式歷程，再經由左邊的整字回到部件的

顯式歷程，導致反應時間比唸整字長。 

我們認為，當探討漢字的辨識是否包含部件層次的表徵時，指的應是無

意識、由下而上的處理歷程。基於此，在研究方法上應採對部件而言為隱式

的作業、短暫呈現、以及依賴觸接字彙表徵的實驗派典。常用的方法包括字

彙判斷作業、整字唸名作業、意義歸類作業、辨識作業、字義或字音同異判

斷作業等。這些作業要求受試者對整字進行判斷，判斷必須兼顧快速及正確；

同時這些作業的判斷必須基於整字的字形、字音、或字義，對漢字的處理應

確實已達到其字彙表徵。以下根據這樣的原則來審視部件對整字處理影響的

相關研究證據，依序討論文獻中部件的位置與功能效果；並藉由目前已提出

的漢字處理模型，來探討部件在漢字處理中是否必然介入、以及其介入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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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漢字的顯式與隱式處理歷程 

 

部件位置的效果 
 

Taft 與 Zhu(1997)操弄部件的位置(左或右)及組字數(高或低)，發現具有高

組字數的部件其字彙判斷需時較短，但限於以右邊為典型位置的部件。他們

認為看字時會由左向右逐一處理各部件，因此處理的瓶頸在右邊，且對於出

現在典型位置的部件可以辨認得特別快，進而縮短整字辨識的時間。Taft、

Zhu、及 Peng(1999)接著發現在字彙判斷及唸名作業中，可換位字與不可換位

字所需要的反應時間相同：「可換位字」指的是具相同部件、但部件位置不同

的字(如「呆」和「杏」)。他們認為「呆」的「口」在登錄時就標示在上半部，

「木」在下半部，此組合方式就只能激發「呆」字，而不因另有激發「杏」

字的可能性而延緩反應；這與「今」在上、「心」在下，只能激發「念」這個

「不可換位字」的歷程相同，因此顯示部件在登錄時即攜帶了位置訊息。

Ding、Peng、及 Taft (2004)利用促發派典(priming paradigm)的實驗發現，若促

發字與目標字有同形體且同位置的部件(如促發字「軀」與目標字「樞」的右

部件「區」)，則可加快對目標字的反應；但若同形體的部件換了位置(如促發

字為「歐」而目標字為「樞」)，則促發字對目標字的辨識便沒有影響。由部

件 的 錯 覺 組 合 現 象 也 發 現 部 件 位 置 的 影 響 ， 例 如 Saito 、 Masuda 、 及

Kawakami(1998)在實驗中先呈現兩個來源字(如「帳、福」)，再呈現一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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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如「幅」)。結果發現當部件位置沒有改變時(如上例)，受試者誤認目標字

為來源字的機率較高。 

部件位置的重要性在漢字處理的電腦模擬研究中亦得到支持。Perfetti 與

Tan(1998)以促發唸名(primed naming)作業來探討漢字字形、字音、及字義三

者激發的先後時序，結果發現在促發字出現 43 毫秒後即可得到字形的正向促

發效果；字音的正向促發效果約在促發字出現 57 毫秒後顯現，同時字形轉變

為負向促發效果；意義的促發效果則必需在促發字出現 85 毫秒後始觀察到
(2)(見 Perfetti, Liu, & Tan, 2005)。Perfetti 等(2005)以其字彙成分模型(lexical 

constituency model)模擬出上述實驗的結果，而模擬中的輸入單元採用部件的

形體以及部件的空間配置訊息，例如「楓」的輸入單元便為部件「木」、「風」、

以及「左－右」的位置關係。此輸入單元上傳至字形層次後，再進一步激發

字音層次及意義層次。這樣的結果顯示，只須輸入部件的形體及位置關係，

便可完成後續的字形、字音、及字義的處理。Perfetti 等(2005)的字彙成分模

型與下文所述的多階層交互激發模型為目前漢字辨識理論的兩個重要的理論

模型，在本文的討論中具重要的角色。 

 

多階層交互激發模型與字彙成分模型中的部件位置表徵 
 

Taft 等人提出多階層交互激發模型(Multi-Level Interactive-Activation 

Model，Ding, Taft, & Zhu, 2000；Taft, 2006；Taft et al., 1999；Taft & Zhu, 1997；

Taft, Zhu, & Ding, 2000)來解釋漢字的辨識歷程。他們認為，漢字的字形辨識

需經特徵、部件、與整字三個層次的處理。特徵層次包含了各種筆劃以及位

置標籤(他們以「＜」、「＞」代表字的邊界)。部件層次則是將筆劃組成部件的

形體表徵，在此模型中是字形處理必經的歷程。部件不論成字與否，都有其

內在相對應的表徵(Taft et al., 2000)。部件表徵可分為兩個階段：先是單純的

形體表徵，稱為「無位置」(position-free)的部件表徵；加上位置標籤後，方成

為「位置敏感」（position-sensitive）的部件表徵。位在不同位置的同形部件，

例如「歐」與「樞」的部件「區」，其表徵在前者為「＜區」、在後者為「區

＞」，兩者為不同的位置敏感表徵，彼此是相互抑制的關係(Ding et al., 2004)。

整字層次則是將位置敏感的部件表徵組合成整字，例如「鴕」字是由「＜鳥」

和「它＞」組合而成。整字表徵有其相對應的概念表徵（稱為 Lemma），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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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概念表徵得以觸接意義及字音。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 Perfetti 等(2005)的字彙成分模型中，以兩個輸入位

元代表部件的空間配置關係，其實與 Taft 等人的多階層交互激發模型中的位

置表徵不同。字彙成分模型中包括了上下、左右、全包、和非全包等四種不

同部件位置的相對關係，後兩者如全包的「國」字與非全包的「同」字，就

未曾在 Taft 等人的研究中被列入考量，且其多階層交互激發模型也缺乏對包

圍類部件位置的適當表徵方式。部件的空間配置可稱為字形的結構（例如水

平字與垂直字為兩種不同的結構），字彙成分模型中的位置表徵即為此類；在

相同結構下，特定部件可位於不同的位置（例如部件「區」位於水平結構字

「歐」、「樞」的不同位置），Taft 等人的多階層交互激發模型中的位置表徵則

為此類。目前僅有這兩種理論模型將部件位置列入部件層次內考量，但其差

異卻已反映出「位置」訊息的複雜性，在理論建構上宜仔細釐清。 

葉素玲等(葉素玲、李金鈴、及陳一平，1997；Yeh, Li, & Chen, 1999)發現

漢字使用者在依字形相似性進行分類時會依據部件的組合方式，將漢字區分

出五種字形結構：水平字(如「印」)、垂直字(如「念」)、P 型字(如「眉」)、

L 型字(如「這」)、和包圍字(如「固」與「同」)。這五種結構的十種配對組

合可由視覺搜尋作業的效率(以反應時間對刺激數目作圖的斜率值表示)量化

出不同結構字之間的相似程度(Yeh, 2000)。更重要的是，操弄結構與部件的同

異，發現兩者都會影響視覺搜尋的效率，特定部件位於相同結構中的相同位

置會使兩字的相似性最高，而位於不同結構中的不同位置會使兩字的相似性

最低(Yeh & Li, 2002)。 

不同於英文僅以水平方式排列，字形結構是漢字所具有的獨特性質(Yeh 

& Li, 2002; Yeh, Li, Takeuchi, Sun, & Liu, 2003)。Taft 與 Zhu(1997)認為看字時

「先左部件後右部件」處理，而未提出其他字形結構的處理(例如包圍字)，即

忽略了漢字的這種獨特性，而將之與英文由左而右處理一般對待。另一方面，

Perfetti 等(2005)在其輸入單元的四種可能的字形結構中，全包(例如「困」字)

與非全包(例如「同」字)就佔了兩種，除了忽略了實徵研究中熟練的中文讀者

是將之歸為同一類(葉素玲等，1997；Yeh et al., 1999)外，還有 P 型和 L 型兩

類未被考慮在內。這些都顯示了雖然已有不少研究證實部件的位置在漢字辨

識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但部件位置表徵如何才能完備地解釋現有的資料，

以及結構間與結構內的位置差異該如何充分地表徵等議題，仍有待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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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表徵是否為漢字處理的必經路徑？ 
 

至此所回顧的兩個漢字辨識理論中，部件表徵都是觸接整字前的必經歷

程。然而，在實徵研究上若使用反應時間為依變項，則部件影響整字的結果

往往僅限於低頻字，而不能推論至高頻字。例如在字彙判斷作業中，Zhu 與

Taft(1994)和 Ding 等(2004)發現高頻部件只會加快低頻字的處理，而不影響高

頻字；在本文接著回顧部件功能的研究中也可觀察到類似的結果。這樣的證

據顯示，高頻字也許可以直接認出，而不需要透過部件的組合階段。 

在英文的字詞辨識理論中，有兩類分屬「符號」(symbolic)與「非符號」

(non-symbolic)系統的主流理論，第一類強調有內在字彙庫的存在，第二類則

不假設有內在字彙庫。第一類以雙路徑處理模型(dual route model)為代表，可

區分為「形到義」與「形到音」的兩種雙路徑模型(Coltheart, 2000)。

Coltheart(1978)提出「字義」的雙路徑模型，例如閱讀時以文字輸入開始，一

為由字形字彙庫直接得義(direct route)，另一為藉由字音字彙庫而得義(indirect, 

phonology-mediated route)。Coltheart、Curtis、Atkins、及 Haller(1993)另提出

「字音」的雙路徑模型，將文字到語音的路徑分成兩條，不規則發音的字(如

pint)需由字形字彙庫獲得字音表徵，此為整字間對應的直接路徑(lexical 

route)；非字(如 slike)需用到形素－音素對應原則的間接路徑(non-lexical 

route)，規則字(如 hat)則兩者皆可，視字頻等其他因素而定。 

部件對高頻字與低頻字的差異效果，可採類比於「字音」的雙路徑模式

來理解：當一個字呈現時，會同時激發部件和整字的內在表徵；辨識漢字時

可先認出部件再組合成整字，也可直接認出整字。至於使用哪種方式，則依

據何者較快觸接到字彙庫而定(Huang & Wang, 1992)。高頻字的整字表徵可以

快速地觸接心理字彙，因此不需要藉由部件來辨識，也就觀察不到部件的影

響；低頻字的整字表徵觸接的速度較慢，藉由部件是較快的路徑，所以部件

的特性會影響整字的辨識。 

第二類的英文字詞辨識理論以平行分散處理(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model, PDP)或交互激發(interactive activation)模型為代表。這類模

型認為字彙辨識只有單一機制(McClelland & Rumelhart, 1981; Seidenberg & 

McClelland, 1989)，其基本成分包括形、音、義三者，三者間都有隱藏單元作



應用心理研究 第 43 期 
 

 - 184 -

為中介，彼此間有交互作用。PDP 模型採用非符號系統的神經網路模型，字

彙的形、音、義來自於單一種計算程序；確認輸入與輸出的關係之後，讓類

神經網路去學習、改變中間層級單元之間的連結強度。此模式不需有內建的

字彙庫，容易用電腦模擬計算；且由於採用單一計算法則，具有簡約且可能

較符合神經系統的運作方式的優點。McClelland 與 Rumelhart(1981)的階層式

處理模式將特徵、字母、與字分在不同層次處理，同一層間為相互抑制，不

同層間則為相互促進。由於 Seidenberg 與 McClelland(1989)無法模擬出非字的

唸名表現，以致無法反駁非字與例外字由不同路徑處理的爭議。在後來的模

型中，對此放入連三字母串的限制(例如 LOG 為 _LO, LOG, OG_)，便可由單

一計算法則成功地模擬非字的唸名(Plaut, McClelland, Seidenberg, & Patterson, 

1996)。對於字義的觸接，雖然也同樣假設有「由形到義」及「形經由音得義」

兩種方式，但這兩種方式仍奠基於同一神經機制，只是處理的訊息內容不同；

此外，這兩種方式並非獨立處理，故與「字義」的雙路徑模型不同(Harm & 

Seidenberg, 2004)。 

以此模式解釋字頻對部件效果的影響，在於字頻高低即為練習次數多

寡。高頻字因為經常出現，可藉由練習加強辨識此字的所有連結，久而久之

使得速度加快，因此觀察不到中間層級單元的影響。此模式的優點為可避免

受試者的策略或注意力等高階控制系統作為決定採用何種路徑的選擇因素，

且只需假設單一計算法則(但輸出的時間有別)，便可解釋漢字部件對高、低頻

字的效果差異。此外，只要累積夠多的練習次數，理論上所有的文字系統應

都可觀察到像是高頻字一般直接觸接字彙的效果(Seidenberg & McClelland, 

1989)。 

然而無論是援引英文的雙路徑或單一交互激發機制於漢字的研究中，都

缺少可對應至漢字部件表徵的層次，使得部件表徵在這兩類模型中都不會是

必然的中介歷程。但若考慮目前的漢字辨識模型，例如 Taft 等人與 Perfetti 等

人援引其多年的系列研究所提出的兩類模型中，部件表徵皆為必然的途徑，

雖說其模型未必能完整解釋目前所有的資料，但也提供一個可檢證且有諸多

證據支持的理論架構。若部件表徵是由下而上的隱式歷程中的中介階層(如圖

1 右邊所示)，則以反應時間為依變項的實驗方法或有限制而無法展現出此一

層次的作用，例如 Zhu 與 Taft(1994)及 Ding 等(2004)便認為高頻字不受部件影

響的結果是因為高頻字的處理速度過快，使得部件表徵的處理無法被顯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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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因此若欲顯現出部件的效果，必須改以更敏感的方法加以研究，例如以

限時(time-limited)呈現、正確率為依變項的實驗派典較適合用以檢驗早期的處

理歷程(Norman & Bobrow, 1975; Santee & Egeth, 1982)。Yeh 與 Li (2004)採用

的重複視盲派典便是一例。 

漢字中的形聲字其部首和聲旁分別位於一字中的不同位置，且可能攜帶

表音與表義的不同訊息；而若真要能達表義或表音的功能，至少在邏輯上部

件應該要能先於整字被處理。因此，探討部首與聲旁的功能，對部件表徵是

否以及如何介入漢字辨識的議題可以提供理論的實徵基礎。下文將進一步討

論部首、聲旁的表義、表音兩方面的研究。 

 

部首與聲旁的表徵 
 

在 Taft 等人的多階層相互激發模型中，由於整字的字形、字音、及意義

三個表徵需透過 Lemma 方能相互連結，而非直接對應(3)，因此部件並沒有提

供意義或字音的功能；意即在 Taft 等人的理論模型中，部首和聲旁的功能區

分並不存在於漢字的由下而上的處理歷程中。也因此在他們的研究中多以「左

部件」、「右部件」的具體方式來稱呼部件，若當這樣的命名有實際上的困難

時，為避免部件的名稱有功能的意涵，「部首」僅代表字典中的界定，另一部

件則稱為「非部首」(Taft et al., 2000)。 

Taft 等(2000)認為，在整字辨識之前要將部件區分為部首和聲旁、並攜帶

相對應的表義或表音功能，會有以下的問題：雖然由同部首的字可以歸納出

該部首具有特定的類別意義，例如由「鋁、銀、銅、鐵、鋼」可歸納出「以

金為部首的字與金屬有關」，因此金部或許可以形成 Lemma 似的概念表徵。

但若考量「月」出現在左邊時(如「肺」、「肝」、「膊」、「腿」)可歸納出「與人

體有關」的概念；但是出現在右邊時(如「朗」、「期」、「明」)就不屬於這個概

念。因此部首若是具有表義功能，必須建立在部件形成「位置敏感」表徵後

才能連結其類別意義。再者，部首與聲旁不能單依賴形體來區分，如「馬」

可以當部首(如「騎」)，也可以當聲旁(如「媽」)；亦不能依賴部件的位置來

決定，如「時」、「晨」、「昏」、「旭」都是「日」部的字，但部首「日」在此

四字中出現的位置皆不同。由於形體和位置這兩種具體的特性都無法完全決

定部件的功能，因此部首與聲旁也許是由整字的音、義回饋後所決定(由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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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歷程)：與整字字義有關的部件為「部首」，與整字字音有關的部件為「聲

旁」。例如，看到「騎」的時候，想到「騎馬」才知「馬」是部首；唸了「ㄑ

ㄧˊ」之後，才知「奇」是聲旁。 

若部件的功能區分如 Taft 等(2000)所言，必須藉由整字訊息回饋後的一致

性決定，則部件勢必也要有音、義表徵的激發，方能與整字音義做比對。在

Taft 等人的模型中，可成字部件在「無位置」表徵階段便連結至 Lemma，可

藉此觸接其音義(例如「馬」在「無位置」表徵階段便連結至 Lemma 代表 horse

的概念)，因此這也是獨體字的表徵；「無位置」表徵也可再加上左或右的位置

標籤，進一步形成「駛」或「媽」等字，並分別連結到 drive 與 mother 等不

同的 Lemma。注意在此歷程中，部件表徵和整字表徵已經混在同一層次，而

很難再以原有的「先部件後整字」的階層式表示，這正反映了漢字辨識模型

的難題。不成字部件因其無對應的 Lemma 而無音義表徵，原有嚴格的階層式

表徵還可適用。 

在 Taft 等人的多階層相互激發模型中，部件表徵僅有形體與位置、以及

成字與否的差別，卻無功能上表音或表義的區別。同樣地，在 Perfetti 等人的

字彙成分模型中，以部件形體與空間配置兩者作為輸入單元，必須到達整字

的字形表徵之後才能觸接到音與義的表徵，部件本身並沒有表音或表義的功

能表徵。目前的漢字理論中，這兩個模型僅在部件形體外加入位置表徵，但

皆不考慮部件的表義或表音功能 

然而文獻中諸多證據顯示部首與聲旁可影響漢字的辨識。例如 Feldamn

與 Siok(1997)認為 Taft 與 Zhu(1997)檢驗部件位置的實驗混淆了部件的功能此

一變項。在形聲字中部首多在左而聲旁在右，Taft 與 Zhu(1997)選用的字也大

多是左部首、右聲旁的字，此時部件的位置與功能是共變的，故其效果的來

源可能是部首與聲旁、而非部件位置左與右的區別。不同於 Taft 與 Zhu(1997)

計算部件組字數時僅考慮形體與位置，Feldamn 與 Siok(1997)依功能分別計算

部首與聲旁的組字數高低，結果發現具高部首組字數的字彙判斷反應時間較

短；再把同一筆資料依其聲旁組字數分析，結果發現具有高聲旁組字數的字

其反應時間較短，因此他們推論部件分類的方式應該是依其功能，而非依其

位置。此外，Chen 與 Allport(1995)也發現部首和聲旁會分別影響整字的義和

音，而部件位置無法解釋此效果：當要求參與者對同時呈現的兩字進行「同

異判斷」，在「同義與否」的判斷中，相同部首但意義不同的兩字，需時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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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受聲旁相同與否的影響；在「同音與否」的判斷中，相同聲旁但發音不

同的兩字，需時較長，但不受部首相同與否的影響。 

部首與聲旁的區分亦可在其他面向觀察到，例如 Yeh 與 Li(2002)發現同

一部首在不同結構中(如「納」與「素」的部首「糸」)，比起在相同結構中，

會降低兩字的相似性，但聲旁則無此差異。此結果暗示，「部首」與結構有關，

而聲旁可獨立於結構。 

 

部首影響整字辨識的證據 
 

Leck、Weekes、及 Chen(1995)要求受試者進行意義歸類作業，畫面上先

呈現一個類別(如「是不是動物？」)，再呈現一個目標字讓受試者判斷(如

「狐」)。結果顯示部首影響反應時間的程度大於聲旁，例如「猜」與「呱」

都和「狐」有一個相同的部件，但拒絕「猜」比拒絕「呱」字屬於動物需要

更長的時間。單純由部件形體無法解釋部首和聲旁所造成的差異(上例中都有

相同形體的部件)，因此部首在觸接整字意義上應具有較聲旁重要的角色。Li

與 Chen(1999)採用字彙判斷作業、Chen 與 Weekes(2004)採用類別判斷作業，

都發現具可穿透字義(semantic transparent)部首的字(例如「狗」)，所需要的反

應時間短於具不可穿透部首的字(例如「猜」)。 

然而，上述證據僅能確認部首的表徵是攜帶意義的，卻未必能顯示部首

在辨識漢字的歷程當中的確有「協助表義」。部首要能影響整字的意義，其方

式可能有三種：第一種方式是在組成整字的歷程中，即幫助整字觸接其意義

表徵。這樣的方式是在部件層次發生的，比較近似所謂「部首表義」的功能，

影響的是正在形成漢字辨識的歷程。第二種方式是部首與整字的意義表徵位

在相同的階段，亦即部首與整字平行地進行由形到義的觸接；由於二者都激

發其意義表徵，故在過程中可能會相互影響。此時部首的處理就如同獨體字(如

Zhou & Marslen-Wilson, 1999a)，因此可視為字與字處理時的作用。第三種方

式是由整字訊息由上而下地回饋，進而決定哪一個部件是部首(如 Taft 等，

2000)；當部首意義與整字意義不相符時即需要將部首抑制，以完成對整字的

反應。此時部首與整字都已完成字彙表徵，故影響的是字彙觸接之後的階段。

欲區分這三種可能性，關鍵在於精細地測量部首與整字在時序上的互動歷程。 

Feldman 與 Siok(1999a, 1999b)以促發字彙判斷作業(primed LDT)探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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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穿透性與整字字義在時序上的關係。促發字與目標字(後者為部首可穿透字)

有四種關係：相同部首且意義相關，如「評」與「論」；相同部首但意義無關，

如「諸」與「論」；不同部首但意義相關，如「述」與「論」；不同部首且意

義無關，如「竿」與「論」。他們的結果顯示，促發字呈現 43 毫秒後，相同

部首及意義相關其一皆可對目標字造成正向的促發效果，且兩個效果是線性

加成的關係；但他們也發現在此時間點下，相同部首但意義無關組(如「諸」

與「論」)與形似部首組(如「秘」與「根」，「禾」與「木」只差一筆劃)的促

發效果相同。這樣的結果暗示在漢字處理 43 毫秒時，部首和整字意義的效果

是獨立的，據此 Feldman 與 Siok(1999b)推論此時部首只有字形的表徵，部首

之義尚未激發。當促發字的呈現時間延長為 72 毫秒及 243 毫秒，則只有意義

相關的配對 (「評」與「論」、「述」與「論」)有正向促發的效果，相同部首

但意義無關的配對(「諸」與「論」)則變成抑制的效果。Feldman 與 Siok(1999a)

對此抑制效果的解釋是，由於促發字的部首與其整字意義不相符(不可穿透

性)，故必須抑制部首才能完成辨識；此抑制的效果會持續至目標字出現，使

目標字的處理受到阻礙，因此反應時間較長。若將作業改為單純的字彙判斷

作業(每一嘗試沒有先前的促發字出現)，發現即使相同部首且意義相關的兩字

之間(「評」與「論」）相間隔 10 個嘗試，仍然可發現跨嘗試間的促發效果；

但單純的意義相關配對（「述」與「論」）卻已無促發效果，顯示部首和整字

意義相符時，部首與整字互動出來的促發效果是可以維持相當長的時間，然

而單純整字意義間的促發效果卻無法持續這麼長的時間。 

Feldman 與 Siok(1999a, 1999b)的實驗顯示，漢字呈現 43 毫秒後，部首僅

有字形表徵，故部首的穿透性在此時不影響。部首之義可能要在 72 毫秒之後

才會激發，進而與整字的意義互相影響，若二者相符，則部首可幫助辨識整

字；若二者不符，則必須將部首抑制，以避免干擾整字的辨識。由於部首之

義的激發比整字意義的激發來得慢，可能介入影響整字辨識的時間較晚，依

據前面的推論，部首的穿透性效果較可能是來自於整字訊息回饋後所得 (第三

種方式)。然而第二種方式也無法排除。在第二種方式中，由於部首的字形表

徵必須往上送到整字階段，同時又必須觸接到其本身的意義，兩者可能會依

其意義的明確度而有處理時間上的差異(Perfetti & Tan, 1998)，若刺激項目中

存有需時較久的部首意義觸接，則平均而言可能會觀察到比整字意義處理較

慢的結果。目前的實徵研究結果，尚未有清楚的證據顯示部首可在部件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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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表義。 

Perfetti 與 Tan(1999)提出的成分互動模型(Interactive Constituency Model)

中，提出部首達成第一種表義功能的方式。較先前理論(Perfetti & Tan, 1998)

不同之處為在字形、字音、與意義三個主要的子系統之外，再加上一個更小

的子系統：非字部件的字形系統。在辨識漢字時，不論是部件或整字，可單

獨成字者就進入一般的字形系統，接著由此字形系統觸接字音及意義表徵，

亦即成字部首可形成上述第二種或第三種表義方式。對於不能成字的部件，

就進入非字部件的字形系統；由於不成字部首沒有音的訊息，因此只能夠連

結至意義系統。Perfetti 與 Tan(1999)認為，部首大部分是非字，所以進入非字

部件的字形系統後，便能直接激發相關的意義表徵、進而影響整字，形成上

述第一種方式，亦即在部件層次就對整字字義造成影響。然而根據我們的統

計，繁體字中不成字部首只佔 27%(簡體字比例亦同，見 Shu et al., 2003)，將

不成字部件直接視為部首除了會排除成字的常見部首，並可能錯誤地包括了

不成字的聲旁。若根據 Perfetti 與 Tan(1999)的區分，會將非字部件直接定義

成部首，產生上述定義上的困境。此外這個模型的另一個問題是：若尚未觸

接音義，如何決定「成字」與否？為避免邏輯上的問題，勢必需引進一個心

理字彙庫(mental lexicon)作為比對並決定成字與否，而且此字彙庫的提取比對

理應在區分為整字字形系統及非字字形系統之前。上述分析使得以「成字與

否」為條件決定部首在字彙觸接前表義(第一種方式)幾乎是不可能的。 

 
聲旁表音的規則性與一致性效果 

 

聲旁的表音特性分為規則性和一致性兩種。規則性指的是「聲旁音與整

字音是否相同」，若相同(通常不考慮四聲)為「規則」，否則為「不規則」。一

致性指的是「聲旁是否提示整字發音」。具有相同聲旁的字，若多數發音相同

則一致性高，例如以「采」為聲旁的字共有七個，其中「彩、採、踩、綵、

睬、菜」六個字發音相同(表音一致率為 6/7，Fang, Horng, & Tzeng, 1986)；而

以「甘」為聲旁的字有「某、柑、坩、酣、蚶、鉗、拑」等七個字，最多只

有兩個字同音，為低一致性。 

證據顯示聲旁具有規則性效果：當聲旁與整字同音時，可較快唸出字音。

Seidenberg(1985)發現在唸名作業中，規則形聲字比無聲旁字所需的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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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短。Hue(1992)控制唸名作業中不同字音的發音嘴型難易度之後，仍顯示有

聲旁的規則性效果，即規則字比不規則字所需的反應時間較短。Liu、Wu、及

Chou (1996)亦驗證聲旁的規則性效果。Flores d＇Arcais、Saito、及

Kawakami(1995)先呈現目標字的部首或聲旁(例如呈現「木」或「風」)，間隔

60 或 180 毫秒之後，再呈現整字給受試者唸名(如「楓」)，結果發現只有規

則聲旁可以幫助唸名。 

聲旁的一致性效果也得到諸多研究的支持。Fang 等 (1986)操弄聲旁與整

字的關係：規則且一致(如「錶」)、規則但不一致(如「碑」)、以及不規則(如

「扮」)。唸名作業的結果發現，規則且一致組(「錶」)的唸名時間最短，規

則但不一致組以及不規則組(「碑」與「扮」)的唸名時間則沒有顯著差異，顯

示一致性效果才是影響唸名的重要因素。Tzeng、Lin、Hung、及 Lee(1995)

要求三年級和六年級的小學生唸假字，結果顯示三年級生便可掌握字中的聲

旁可提供發音，並顯現出一致性效果(而非完全按照「有邊念邊」的規則性效

果)，此外還會受到共享相同聲旁的鄰項字(neighbor)字頻的影響。Liu、Chen、

及 Sue(2003)、Lee 等(2004)和 Lee、Tsai、Su、Tzeng、及 Hung(2005)都發現

隨著聲旁的表音一致性升高，包含該聲旁字的唸名時間就縮短，顯示聲旁若

愈能穩定提示字音，就愈能幫助整字發音。眼動研究也發現具聲旁高一致性

的字可在周邊視野協助閱讀(Tsai, Lee, Tzeng, Hung, & Yen, 2004)。 

 

聲旁如何影響整字的讀音？ 
 

Liu 等(2003)認為聲旁的規則性與一致性效果所影響的是不同的階段。一

致性效果影響唸名的反應時間長短(高一致字的唸名時間較低一致字快)，反映

的是處理歷程所花的時間；規則性效果則影響唸名的正確率(規則字的正確率

高於不規則字)，反映的是回憶字音的正確與否。 

規則性效果可視為：當聲旁作為字形表徵的輸入單元後，就會觸接其本

身的音，在整字字音表徵提取後，若聲旁與整字音相同(規則)，則可幫助整字

反應；若不相同(不規則)，則會干擾整字反應。由於此促進或干擾效果需要將

整字與部件訊息相互比對，因此應該是發生在整字訊息回饋之後，如同前述

部首影響整字的第三種方式。另一方面，也僅有成字聲旁具規則性效果，這

是因為不成字聲旁缺少音、義的連結，故不會有規則與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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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成字與不成字聲旁都可能藉由表音一致性影響整字的發音。一

致性效果也可能是以類似第三種的方式涉入。當激發整字表徵時，同時會激

發鄰項字，例如看到「情」會激發「晴、猜」等字，這些字接下來也會觸接

其字音。在這些鄰項字中，同音者可以幫助發音，不同音字則會妨礙發音，

因此一致性的高低會影響整字唸名的結果。由於這些促進或干擾是發生在整

字層次的效果，故影響整字激發強弱或快慢的因素(例如字頻)）應該也會影響

一致性效果。研究也的確顯示字頻與一致性的交互作用(Lee et al., 2004)，以

及字頻加權後的聲旁表音一致性效果(Liu et al., 2003; Lee et al., 2005)。但在此

假設下，一致性效果是在整字的層次產生，聲旁僅作為整字字形的輸入。 

但由於假字並不具有整字的字形表徵，若是字音只能經由整字的字形表

徵予以觸接，則無法解釋漢字使用者何以能唸出假字，故推論聲旁的一致性

亦可能以第一種方式涉入。習字的學童與成人，會在念假字時考慮由特定聲

旁所激發的所有字群組(Fang et al., 1986; Tzeng et al., 1995)，因此聲旁的一致

性效果有可能是來自於「聲旁」作為部件表徵的表音功能。以事件關連腦電

波(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記錄當參與者判斷前後出現的兩字是否同音

時，的確發現與字形知覺以及形音對應等早期處理有關的 N170 與 P200 指標

有一致性效果，顯示聲旁表音一致性在早期處理階段即已介入(Lee et al., 

2007)。 

至 於 聲 旁 如 何 能 在 部 件 層 次 達 成 表 音 的 功 能 ？ Saito 、 Masuda 、 及

Kawakami(1998)提出的伴隨激發模型(Companion-Activation Model)部分回答

了這個問題。這個模型的特色是，字形表徵由部件、整字、詞等階層組成，

並且在每一階層都有一個平行的字音表徵，最後兩種表徵都會觸接到意義。

與其他模型最大的不同，在於每一個表徵都會激發其所有相關的表徵；與作

業目標有關的表徵就可以提昇至「前景」，其他與目標無關的表徵就放在次要

的「背景」。利用此模型中前景和背景的關係，或許可以解釋聲旁表音的一致

性。例如以「柑」為目標字，當聲旁「甘」被激發時，字形表徵部分會伴隨

著「柑」激發其他具有此聲旁的整字（如「坩、酣、蚶、鉗、拑、某」）；但

因為「柑」是目標字，所以在前景；其他的字則在背景。字音表徵的部分，

聲旁的音「ㄍㄢ」會被激發並放在前景；其他以「甘」為聲旁字的字音如「ㄏ

ㄢ」、「ㄑㄧㄢˊ」、「ㄇㄡˇ」也會激發放在背景。這些位在背景的字音不是

聲旁本身的音，而是作為聲旁時所有字的字音，可供後續處理至整字階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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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另一個例子如聲旁「矞（ㄩˋ）」本身的音會在前景，但同時也激發了

「ㄐㄩˊ」的音以提供整字階段的「橘」字形以觸接字音。 

然而若要以此模型來解釋聲旁一致性與假字唸名的結果，必須增加一些

額外的假設。例如當特定聲旁激發背景音時，必須依據此聲旁的一致性而給

予不同程度的激發：高一致性的聲旁所激發的背景音是少而強的，低一致性

的聲旁背景音是多而弱的。至於不成字聲旁則因其沒有前景音的激發，但是

仍有背景音的激發，故仍舊可以有表音的功能。 

伴隨激發模型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提出如何決定何者為前景何者為背景

的機制。前景與背景的區分通常涉及注意力，注意力焦點所在者為前景，其

他為背景，故作業相關的目標應是注意力所在。然而若依圖 1 的逆向階層模

型來看，注意力的介入需要時間，故應作用在「由上而下」的意識輸出層次，

而非「由下而上」的輸入處理層次(Hochstein & Ahissar, 2002)。其次，閱讀與

注意力的關係目前仍是爭議，例如史助普效應(Stroop, 1935)中字義會自動地影

響唸色名的反應時間，便顯示辨識字詞以達字義的階段可以不需注意力便達

成。若不採納注意力作用機制，應思考是否有其他機制可達成前景及背景的

區分。 

 

習字過程中部首與聲旁的覺知 
 

部件的表音或表義功能是抽象的概念，因此如何界定部首與聲旁是研究

上必須先釐清的一點。前文已提過部件的形體及位置都無法完全決定其功

能，但是在形體、位置、及功能三者之間，仍然具有一些統計特性可當線索。

例如，Perfetti 與 Tan(1999)統計出 75%的形聲字部首在左、聲旁在右。此外，

不成字的部首僅出現在固定位置；成字部首雖然出現的位置較自由，但也有

其典型的位置可當成有效的線索。例如我們依教育部國語小字典(2000)所做的

統計，以「木」為部首的字，有 73%的機率出現在左邊，13%出現在下半部，

因此結合部件形體和位置的訊息，仍可視為區分部首與聲旁的有效線索。 

部件的功能角色實際上隱含著相當複雜的歷程。一部份的原因是，成字

部 件 的 處 理 就 如 同 獨 體 字 的 字 彙 表 徵 (Zhou & Marslen-Wilson, 1999a；

1999b)，因此部首的義及聲旁的音在相符時促進、不相符時干擾整字的辨識，

應是發生在整字對整字的層次，而非部件對整字的層次，亦即並非所謂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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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表義」和「聲旁表音」。這些效果可發生在兩字觸接音義的過程中相互促發

或競爭，也可發生在不相容訊息對於選擇性反應的影響：在進行整字的作業

判斷時，若部件訊息與整字訊息相容，則可直接做出反應；但若二者不相容，

就必須選擇其一做反應。部首表義的穿透性及聲旁表音的規則性應屬此類。 

但除此之外，在部件的層次仍可能具有「部首表義」和「聲旁表音」的

功能；此功能並不是「提供」「正確的」意義和字音，而僅是「提示」「可能

的」意義和字音：部首本身僅能提示此字所屬的概念類別，聲旁僅能提示此

字可能的發音。部首的一致性效果(定義為共享同一部首的透明字與此部首組

字數的比值，Chen & Weekes，2004)、以及聲旁表音的一致性應屬此類。這樣

的訊息並非完全無用的，至少可以在整字觸接到其真正的意義或字音前，就

預先提升這些相關音義表徵的激發量；整字字形表徵輸入後，此字真正的音

義表徵便能較快速地達到辨識或反應的閾值。然而欲能達到這類「提示」可

能字音或字義的覺知，勢必要在習字的過程中逐漸獲得這類知識。Shu 等 

(2003)分析小學教科書中所列的生字，顯示隨年級上升，教科書中的形聲字數

目增多，且字頻下降。由於形聲字字頻愈低、部首愈具穿透性及聲旁愈具規

則性，因此在學習生字的過程中，理應採用部件的音義訊息來幫助形聲字的

辨識。 

Shu、Anderson、及 Wu(2000)比較小學二、四、六年級學生判斷漢字發音

的結果，發現他們會因過度使用聲旁規則性及一致性，而造成發音錯誤，顯

示小學生確實開始掌握到聲旁表音的特性。對於聲旁的規則性，自小學二年

級起便開始可以掌握，至四年級與六年級更善於使用(Shu et al., 2000)。對於

聲旁的一致性，大約在小學四年級開始可以掌握，接下來比較小六、國二、

乃至大學生的資料，發現隨著年級增長而逐漸增強(舒華、周曉林、及武寧寧，

2000)。若再進一步比較發音錯誤的類型，發現過度使用規則性的錯誤在小二

出現、小四與小六持平；過度使用一致性的錯誤在小四時出現、持續增加至

小六(Shu & Wu, 2006)。這些證據顯示，對聲旁規則性的發展早於一致性，但

規則性很早就停止了，而一致性則繼續發展至大學階段。此結果與漢字使用

者對假字唸名時，依賴的是聲旁的一致性，而較少依賴規則性的結果相符(Fang 

et al., 1986)。 

由這些資料看來，最早開始習字時須先建立直接的形音義對應，小學低

年級學習的仍多是獨體字，可為後續的合體字的學習奠定基礎。接下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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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學習形聲字時，可能會先利用聲旁本身的音來發音(即「有邊讀邊」)，因此

開始顯現出利用聲旁的規則性效果。最後，隨著學習到的字愈多，發現規則

性並不完全適切，同時開始歸納相同聲旁字發音的統計特性，才逐漸學會利

用聲旁的一致性來發音。在此觀點下，聲旁與部首的一致性效果的建立其實

是一個動態歷程。看到一個字時，其部首或聲旁會激發分別共享此二部件的

鄰項字，並將這些鄰項字的字頻列入考慮，修正部首及聲旁的內在表徵。如

此一來，讀者內在所具有的部件組字數與鄰項字頻等都會影響一致性效果；

而隨著所學的字愈多，對部件統計特性的內在知識也必然隨之改變，也就因

而改變部件在處理歷程中上傳至整字時所提供或提示的訊息。 

對漢字的其他面向，同樣也可以觀察到需要長時間學習的現象。例如 Yeh

與 Li 等(2003)發現，幼稚園孩童、及沒有習字經驗的老人，未能抽取出字形

結構此一抽象特徵，故他們對於漢字字形的分類顯著地與大學生不同，此結

果顯示學習經驗對字形結構知覺的重要性。小學一、三、五年級學生的字形

結構知覺，則有逐漸傾向大學生分類法的趨勢，但五年級生與大學生仍有差

異(葉素玲、林怡慧、及李金鈴，2004)。由於部首與結構有關，尤其是 L、P、

與包圍型的結構其影響整體結構的關鍵部件即為部首，因此部首表義在漢字

處理歷程中如何建立的議題，應也可利用此研究取向來探討。例如新近的一

篇研究(Tan, Spinks, Eden, Perfetti, & Siok, 2005)顯示最能預測日後中文閱讀表

現的是書寫能力，而不是語音分析能力。這可能是由於漢字的結構特性，使

得孩童可以在模仿筆畫的習字書寫歷程中，學習到漢字的部首表義與組字結

構之間的關係。 

 

漢字辨識的單路徑與雙路徑模型 
 

漢字的處理不僅在字彙判斷作業會因字頻高低而受部件影響有所不同

(Zhu & Taft, 1994；Ding et al., 2004)，在部首表義的穿透性及聲旁表音的規則

性、一致性上也觀察到此現象。Li 與 Chen(1999)使用字彙判斷作業，發現部

首表義的穿透性只會影響低頻字，而不影響高頻字。在唸名作業中，聲旁的

影響也僅限於影響低頻字，而不影響高頻字(Hue, 1992; Liu et al., 1996; 

Seidenberg, 1985; Zhou 與 Marslen-Wilson, 1999b)。這些證據都顯示，在高頻

字中觀察不到部件的效果，因此高頻字也許可以直接認出或唸出，而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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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部件的組合階段。 

部件能夠影響整字處理的途徑與程度，必須要能反映在最終建立的漢字

辨識模型上。綜合以上評論，我們歸納出部件介入與否的兩種模型。若所有

字頻的字都須經過部件處理，則僅需一條路徑即可解釋。加上部件可能具有

提示音與義的功能，可以將之畫成一個三角錐狀的模型：視覺刺激由筆劃輸

入、組成部件後，部件繼續組成整字、並激發音與義，此主要的歷程以實線

表示；至於部首觸接意義、聲旁觸接字音的功能，由於目前尚缺乏證據說明

其為必然的媒介，因此以虛線表示(圖 2 A)。但若高頻字為整字處理、低頻字

為部件處理，則模型就應該具有這兩條路徑，因此在上述的部件處理路徑之

外，理應增加另一條整字處理的路徑：由筆劃直接組成整字、並觸接音與義；

這條路徑就不應受任何部件特性的影響(圖 2 B)。 

 

部件

字形表徵

字音表徵 意義表徵

筆劃

(A)

部件

字音表徵 意義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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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表徵

(B)

部件

字形表徵

字音表徵 意義表徵

筆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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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音表徵 意義表徵

筆劃

字形表徵

部件

字音表徵 意義表徵

筆劃

字形表徵

(B)
 

圖 2  漢字處理的單路徑模型(A)與雙路徑模型(B) 

 

目前唯一的漢字的模擬研究(Perfetti et al., 2005)，直接以部件為輸入單

元，這樣的處理在單路徑及雙路徑模型中是相同的歷程(在圖二中，由部件出

發在兩種模型中為同一路徑)，故此模擬研究無法區分單路徑與雙路徑模型。

已有些許實徵證據顯示，聲旁表音的規則性或一致性的確也對高頻字的唸名

作業造成影響(Fang et al., 1986; Saito et al., 1999; Lee et al., 2005)，可作為單一

路徑的佐證，而諸多證據似乎也顯示部件介入整字辨識的必然性。未來研究

應針對組字數、部首表義等議題繼續探究，是否真的有單路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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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字詞辨識理論對漢字的適用性 
 

在前文中所介紹「形到音」及「形到義」的雙路徑模型(Coltheart, 2000)

是以英文為對象所建立，因此經常被討論這兩種雙路徑處理模式在漢字處理

上的適用性。例如漢字是否直接由形到義，抑或有一條由字音做為媒介的「字

義」路徑(phonology-mediated route of meaning)。Tan 與 Perfetti(1997)認為雖然

漢字的字音在處理時必然激發(Perfetti & Zhang, 1991)、且激發時間早於字義

(Perfetti & Tan, 1998)，但是字義是否藉由字音為媒介則必須考量同音字的數

量(他們稱之為「同音字密度」)：同音字密度低者可藉由音觸接義，但這對同

音字密度高者是不利的方式，故採由形直接到義的路徑。這樣的推論實際上

已考量到漢字同音字數量高於英文的特性，顯示「形到義」的雙路徑模型在

套用於漢字處理上必須加以修正。Zhou 與 Marslen-Wilson(1999c)更進一步顯

示漢字藉由音觸接義的路徑實際上仍相當依賴字形，特別是共享相同聲旁的

同音字間(例如「杜」與「肚」)才會觀察到由音觸接義的效果。是故在漢字觸

接字義的理論上，顯然字形的角色有別於英文辨識理論的歷程。 

若是探討「字音」的雙路徑模型，漢字與英文兩種語言系統具有根本上

的差異。拼音文字的特性即在於藉由形素－音素對應規則，便可在未觸接字

彙的情況下(non-lexical)得音，因此可以存在字彙路徑與非字彙路徑兩種方

式。漢字是否僅能由字彙觸接後得音，或是有一條「拼音式」的非字彙發音

路徑，甚或有一條由形藉由義觸接字音的第三種路徑？ Han、Bi、Shu、及

Weekes(2005)報告一個病例，當他被要求看漢字說出其意義和唸名時，若能理

解字義，則可唸出，若否，則一致字的發音錯誤較不一致字來得少(但無規則

性效果)。這樣的資料顯示字義可以幫助發音，提供漢字有字形藉由字義觸接

字音路徑的可能性。 

由於中文普遍被認為不具有形素音素的對應（例如無法由筆畫「拼」出

整字的讀音），至少得在完成聲旁的處理後才有可能藉聲旁得音，故漢字的非

字彙發音路徑勢必得尋找別種方式取代。Tzeng 等 (1995)另提出字形－語音

對應規則(orthography-phonology correspondence rule)，提供在未觸接字彙前，

藉由鄰項字的字音統計特性中學會具此聲旁字該有的發音。Chua(1999)曾提出

另一種在認出字之前得音的雙路徑模型：他認為字音訊息可由低空間頻率而

來，字形訊息由高空間頻率達成，二者互相獨立；而由於低空間頻率處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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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度快於高空間頻率，因此字音的消息可以藉由低空間頻率所提供的整體字

形輪廓率先取得，待高空間頻率消息到達時方完成字形的辨認。但 Yeh、

Chang、Chen、及 Lee(2003)將目標字刪除低空間頻率之後，卻並不會使音的

效果消失，因此反駁 Chua 的觀點。綜合上文的討論也可知，漢字的聲旁或許

可提供一個由部件層次得音的提示。Yeh 等(2003)也發現當刺激字的低空間頻

率與高空間頻率皆過濾掉，僅剩一中間頻段，而此中間頻段是辨識整字關鍵

頻段的兩倍時，音的效果最強。由於以物件為基礎的視覺影像，兩倍的整字

關鍵頻段可提高佔字約一半比例的部件的清晰度，顯示形聲字得音的來源可

能是聲旁。 

相對於雙路徑模型，僅有單一路徑的平行分散處理模型(Seidenberg and 

McClelland, 1989)以字母為輸入單元，加上三連字母串的限制，便可讓模型學

會英文字的唸名且觸接意義。這樣簡單的輸入方式顯然無法套用在漢字上，

因漢字字形的複雜度及組合方式(結構)遠高於英文。Perfetti 等 (2005)的模擬

研究便直接以部件及空間配置關係、而非以筆劃加上組合限制的方式作為輸

入單元；同時此模擬中漢字的字形表徵是以字彙庫方式、而非分散式的表徵

模擬，足可顯見單是漢字字形的處理便無法直接而不經修改地引用英文的理

論。但由於單一交互激發機制的方式較具彈性，僅需藉由訓練便可模擬英文

中形到義的直接與間接兩種方式(Harm & Seidenberg, 2004)；或許將網絡連結

的權重依漢字的特性經由訓練加以調整，亦能模擬出漢字形音義三者間的複

雜互動關係，例如上述提到字形在觸接意義上的重要角色(Zhou & 

Marslen-Wilson, 1999c)，以及藉由義觸接字音的可能性(Han et al., 2005)。 

目前單路徑與雙路徑模型的發展皆以英文為主，並考量了英文的特殊

性，因此無法直接移植至中文的研究。但即便只是單純就概念上做「單一」

或「雙重」機制的區分，仍可思考中英文之間的類比，例如在上述三連字母

串的表徵，是否可以類比於漢字的部件，以此作為辨識或發音的中介單元。

單路徑與雙路徑理論的主要差異在於內在機制是單一分散連結或雙重路徑，

而非是否採計算模擬的方式(4)，因此理論的可預測性與可檢證，佐以清楚穩定

的實徵證據，應是區分理論優劣的重要依據。 

 

 

 



應用心理研究 第 43 期 
 

 - 198 -

結語 
 

由於漢字「字中有字」的特性，使得部件表徵與整字表徵在理論上難以

完全區分。而具挑戰性的議題如部件是否必然介入，以及提示字音與提示字

義的兩種部件同時並列在一個整字中，是否以及如何(在整字之前、同時、或

之後)影響整字音義的處理，仍有待後續研究予以釐清。建立完備的漢字處理

模型，不僅對中文閱讀有所助益，同時亦可與拼音文字的研究相互參照比較。

一個理論模型要能同時解釋拼音文字與中文的閱讀行為，方有可能成為具普

同性的理論。 

 

註釋 
 

（1）本文為國科會追求卓越計畫(NSC95-2752-H-002-008-PAE)補助作者的部分

研究成果。 

（2）吳瑞屯與陳欣進(2000)以及 Chen 與 Shu(2001)無法複驗這樣的結果。 

（3）Taft(2006)）討論 Lemma 層次的必要性，對不成單字詞的字尤其重要。概

念清楚的單字詞，如「鳥」，本身即有一個 Lemma 與之對應；但是對於

必需與他字結合才成詞的字，如「鴕」，就必須達到雙字詞的層次才有

Lemma 與之對應；連綿詞(如「葡萄」)則完全是兩字合用時才有 Lemma

與之對應。 

（ 4 ） 英文的 雙 路 徑 理論 電 腦 模 擬可 參 考 Coltheart 、 Curtis、 Atkins 、 及

Haller(1993)，其中亦討論英文中單路徑與雙路徑模型檢驗適合度的幾個要

點。由於單路徑與雙路徑模型皆可初步模擬閱讀英文的行為，故何者愈能

貼近人類的表現，就是適合度愈高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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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to English that are largely used as stimulus materials 

in developing word recognition models, Chinese characters provide 

the best contrast to test the adequacy of general models of word 

recognition. In this article, critical reviews on the role of radicals i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several important models are 

provided. The following issues are discussed: whether characters or 

radicals are the basic recognition units, what information (i.e., 

position or function) is carried by radicals during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the role of phonetic radical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 In the end, a single-route model and a dual-route model as 

to whether radical representation is necessary for models of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re proposed to serve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idence provided so far. 

 

Keywords: semantic, phonetic, compound, component positio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model 


